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苗会与文化多样性*
范长风

(本文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摘要：在西北边陲社会，生态压力和文化多样性交织在一起，社会如何组织，文化如何平衡，族群关系如何协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复数文化中发育了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组织类型——青苗会，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青苗会的分布和联盟顺着冰雹路线而形成，但这一生态压力对组织产生的影响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事实上文化仪式是跨族群乡村组织的孵化器。龙神信仰和龙神庙宇的分布与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保持同构；人们举办大量共享的仪式活动如迎神赛会、“扎山”仪式；利用想象、传说建构起藏、土、回与龙神的亲缘关系；汉人的仪式专家游走在汉藏之间众多村落，不同人群以此从思想上认同青苗会，从行动上进行族际交往和生产互助。高原青苗会所创造的文化多样性的组织模式，为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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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州的中心区域位于今天甘肃省西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两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这里的回汉人民大部分于明初从江南迁移洮地。“移京无地农民三万千户于诸卫所”，[1]现在汉人已经发展到15万人口。像西北许多地区一样，汉、藏、回三个族群是最主要的文化群体，他们插花接壤。藏族是此地的土著居民，曾是茶马贸易的纳马人。藏族社会实行政教合一的土司和僧纲制度，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僧纲的办事机构由17个教区组成，它利用宗教神权不仅统驭各寺院、僧侣的一切事务，而且对土司辖地的属民有间接的统辖作用。[2]临潭、卓尼两县有藏民8万人，他们与汉、回人民插花接壤而居。在文化接触频繁和汉藏互染的农业区，藏民普遍信仰汉人的龙神，他们或者加入汉人青苗会，或者建立自己的组织。土族人口近千人，主要居住在卓尼县的勺哇，紧挨临潭县的冶力关。土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吐谷浑，这些人被藏民和土族人自称为“勺哇绕”，汉人呼为“土户家”。勺哇土族的文化介于汉藏之间，他们是讲藏语、信藏佛的族群，既保留了本教的山神信仰又崇拜汉人的龙神，勺哇土族三村是冶力关青苗会（以会为单位）的第五会。本研究对临潭县18个青苗大会进行了田野调查，所做访谈130人次，回收访谈调查资料70份：其中“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20份，“家户调查”50份。其中包括汉人、藏民、勺哇土族的众多报告人，尤其难得的是在某回汉合壁的村庄访谈了一位回族的青苗会会长，当然按报告人的意愿，此类敏感细节从略，但它用来引起关于族群问题的讨论却很有价值。参与观察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不同文化和族群是何以达成广泛的社会联合，采取一致的行动？
一、人类学关于地方社会及其组织的研究
无国家、无政府的部落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普理查德（E.E. Evans Prichard）特别强调生态环境的作用：“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 [3]。努尔人的生活直接受到以干旱与洪涝为主要气候特征的环境系统的制约，并影响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从事畜牧-园艺的混合经济活动，原因是缺乏食物、技术落后以及没有贸易。这些情况使得较小的地方群体的成员直接相互依赖，并倾向于形成经济性共同体和地域性政治单位。在努尔人的部落社会，氏族逐级裂变为“最大宗族”，“较大宗族”和“较小宗族”。裂变单位越小，其内聚力越强，成员间各种各样的接触也就越多，因而其团体情感就越强烈（普理查德2002：70-123）。经济学家奥尔森也有同样的表述，认为“采取行动”的集团一般要比“不采取行动”的集团规模小，他甚至估计出“采取行动”的小集团平均成员数是6.5，而“不采取行动”的小集团平均成员数是14[4]。以此强调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但是，所谓“社会单位越小，内聚力越强”的判断可能会产生问题。在一些社会，较小的村落往往没有较大的联村共同体的凝聚力强，因为单个村落缺少庙宇设施，独立承办仪式的机会很少；在进行较大范围的行动时，既无充足的经济实力，也缺少卓越的乡土领袖。在洮州，人们更倾向于跨村落的联合甚至更大地域间的合作。
挪威人类学家巴特（Frederik Barth）于1954年对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的斯瓦特社会的研究表明，该社会没有相应的组织来实施强制性的惩戒以维护社会秩序，但普遍存在 的“男子之家”群体形式，这是俱乐部、集体宿舍、招待所和礼仪及宴会的地方，也是政治生活领域。首领阶层占有土地、房屋及其衍生的金钱，拥有特殊的个人权力，是一种“克里斯玛权威”
。首领通过恩惠、付报酬、送礼物、款待、义务性庇护等手段在他周围集聚了大量的村民，形成了所谓“政治上没有定型的大海”。 [5]相比之下，努尔人的社会组织方式很少具有依附性色彩，“豹皮酋长”的主要角色是仪式代理人和解决世仇的调停人，他们在普通努尔人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普理查德2002：198-219），这是一个较少分化、相对自足的宗族和亲属关系的联盟。因而政治结构通过价值观念而控制人们之间的实际行为，人们遵守某些习俗惯制去行动。回望西北边陲，洮州青苗会的会首与这些社会的酋长、首领都不同，他们拥有复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权力而不是极端的克里斯玛权威抑或缺乏动员能力的“豹皮酋长”那样的权力，更为重要的事实在于中国的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权力结构与国家治理形成共生互动。在施坚雅那里叫做“非正式管理”[6]，黄宗智模式化为“三角结构”[7]，杜赞奇概念化为“国家经纪”[8]，费孝通称作“双轨政治”[9]，傅依凌叫做“公与私”两大系统——国家与乡族的双重控制[10]，张研称作“双重统治”[11]。为什么简单社会常常处于纷争和表现为社会结构的持续张力，而中国社会在历史长时段中基本可以容纳文化多样性？中国的国家治理有一个“天下观”[12]，尽管是“家天下”，国家治理将这种“大同”理想通过教化和象征资源的共享传导给非正式草根组织，所以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有着国家治理的因素和具化的地方要求。
二、洮州青苗会组织的历史与分布
西北青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华北社会史研究表明，青苗会是以防守庄稼被偷盗而设立的临时性看青组织；旗田巍还认为青苗会是一个协同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在晚清以后承担了征派赋役的国家职能[14]；杨念群看到青苗会具有两面性，一面为国家办理赋役，一面主持乡村祭祀[15]。就是说华北青苗会是以看青为基本职能、主持乡村祭祀的协同组织，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承担国家行政职能的半自治组织。西北边陲的青苗会除却两面性而外有它自身的特点：受生态脆弱性和民族杂居的影响，它从从看青的农业协同扩展到农、林、牧三种生产类型的互助与合作，如保护林草、搬运庄稼、防雹等；互动的空间也打破了家庭、宗族、村落和族群的界限，在汉、藏、土、回的多族群情景中实现了跨村落、跨文化的社会关系的联合。
笔者在2005年第三次来到甘南州临潭县新城（原洮州治所）时开始关注青苗会的缘起。从城东的晏家堡青苗会调查得知，清朝乾隆20年（1681年）当地曾发生过一起草山争夺事件并留下碑文。《草山记碑》
载：
我洮处在极边，山高地凉，土瘠民贫，田土草场，尤甚狭隘，日用之度，赖耕牧以养生命，虽地各有其额，而牧场原无分司。唯城北党家沟山后，原设草山一处，系在大沟底青龙湫池一带。自古历今，接辈相传，皆系城乡七会士庶、军民牧牲之草场，近年以来被朋谋作奸告垦，幸逢张卫主踏验得实，为龙神湫池神林、众姓牧牲草山。
城乡七会众姓人等提领

大清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四月十八日立
调查资料显示：
晏家堡是新城东边的一个村庄，其龙神庙以画工精制闻名当地，庙里的龙神是穿黑袍的明朝屯田大臣康茂才。现在青苗会有13会：党家沟、晏家堡、高桥、校场背后、东街、小河、郭儿、寇家桥、红崖、肖家沟、石拉路、大河前、东草山。
 
这块至今存放在新城城隍庙龙神殿右侧的“草山记碑”透露出青苗会的历史信息。晏家堡青苗会现在管辖范围仍包括“党家沟”、“东草山”以及新城的两个村子，这些村落可能属于乾隆年间的“城乡七会”。洮州青苗会的首席称“提领”，这一职位保留至今。“青龙”指代宴家堡的龙神，其封号是“东郊康佑青龙宝山都大龙王”。该会提领说过去“湫池”是春旱祭祀龙王的地方，“神林”是青苗会为龙神管理的森林，今仍存于村境之北山。碑文中记载的争夺草山事件可能是青苗会出面承办的，在争执不下时由会首报官，交由地方处理。可见过去青苗会组织管理的范围涉及生产活动相关的各项事务，包括耕地、草山、林木和水利设施的管理以及发生纠纷的处置权。上述情况说明“城乡七会”与宴家堡青苗会是同一组织，青苗会至迟在清乾隆年间就产生了。社会史学者通过对清代顺天府档案的考证，认为华北青苗会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
。《草山记碑》可能是迄今有关青苗会组织产生的最早文字记载。
当中华帝国进入晚清，在西北洮州发生了镇压“回乱”的地方事件，“同治兵燹”（1863）。战后饿殍遍野，民生凋敝，青苗会组织中断。面对田园荒芜、生业衰败和族群失和的困顿情态，加之生态灾害频繁，更兼鸦片在民间广泛传播引起的社会失序的情状。1866年时任矿务学堂番语教习的回族士绅丁裕谦，与汉族乡绅于万一动员回汉民众和睦相处、发展生产，青苗会于是得以重建。[16]
青苗会的组织架构与龙神庙的分布和冰雹路径有关。“洮州地属边陲，气候过凉”，许多作物无法在高原存活，尤其是“夏秋之交多疾风雹雨，其来甚骤莫可预防，禾稼遇之则摧折无余，农人深以为患” [17]。由于“白雨
打湾湾，黑霜杀梁梁”，容易遭受冰雹袭击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谷、湾湾，往往会联合起来抵御冰雹的袭击，许多青苗会便是这样在严酷的生态压力下对不同地域的汉人、同一地域的几个族群进行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的整合。
但生态压力的因素总归是外因，人们的生存与合作更多地取决于文化制度。换言之，青苗会组织体系之构建是文化的，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认同就不会有仪式合作，也不会有行动上的协同，所以必须对不同族群和文化进行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整合。洮州境内有十八位龙神以及更多的分身，实为青苗会组织的象征性首领，龙神庙宇是现实的政治中心。
洮州十八位龙神/庙宇/青苗会规模/马路列表
	区域
	龙神名号
	庙宇地址
	青苗会规模
	马  路

	新城
	1．徐达（明朝）
陀龙宝山都大龙王
	新城城背后（汉人文化中心）
	1村1会
	

	西路
	2．安世魁（明朝）俗称五国爷：
镇守西海感应五国都大龙王
	旧城城关（今县城）城隍庙
	4会23村
	74村跨临卓两县，汉藏地区8乡镇

	
	3．李文忠（明朝），俗称石山佛爷，藏族佛爷
威震三边朵中石山镇州都大龙王
	新城乡石山庙
	5会10寨
	“马路”有卓尼3个乡，藏民20村

	
	4．朱亮祖（明朝）
南部总督三边黑磁都大龙王
	刘顺乡上寨大庙
	7会16村
	南到木高利，北至卓尼白土坡，西到牛头城，东到黑松林

	
	5．花云（明朝）
四季九汉降虏护国赤察都大龙王
	流顺乡水磨川花云庙
	5会11村
	

	
	6．马秀英（朱元璋妻），白土娘娘：西郊透山响水九龙元君
	羊永乡堡子村娘娘庙
	1会 2村
	

	
	7．冯旗娘娘（民间女神）
九天化身白马太山元君
	长川乡冯旗村
	5会5村
	恰盖、官洛、班藏

	南路
	8．胡大海（明朝），南路爷
洮河威显黑池都大龙王
	新堡乡青石山大庙
	5会13村
	洮河两岸临卓两县广大区域及中西路

	
	9．赵得胜（明朝）
祥渊赤察都大龙王
	总寨乡石旗崖
	3会7村
	

	
	10．武殿章（明朝）
五方行雨都大龙王
	总寨乡秦观村
	2会6村
	

	
	11．郭英（明朝）
普天同知显应龙王
	扁都乡张旗
	13会16村
	

	东路
	12．朱氏（民间女神）
金木元君
	陈旗乡牌路下
	2会2村
	

	
	13．张子明（明朝）
祥眼赤砂都大龙王
	陈旗乡梨园村
	5会12村
	

	
	14．刘贵（明朝将领）
金龙龙洞宝山都大龙王
	扁都乡刘旗
	2会4村
	

	
	15．韩成（明朝）
水司杨四将军都大龙王
	韩旗
	4会8村
	

	北路
	16．成世疆（元末明初），俗称成爷：成沙广济都大龙王
	羊沙乡甘沟
	3会11村
	寺下川

	
	17．康茂才（明朝）
东郊康佑青龙宝山都大龙王
	新城晏家堡
	13会13村
	

	
	18．常遇春（明朝）俗称常爷
总督三边常山盖国都大龙王
	冶力关乡池沟
	6会21村
	勺哇、康多、恰盖等地


*数据来自笔者2005-2006年对洮州青苗会的调查资料。
洮州十八位龙神在中心村各有一个“大庙”，之下设立村庙（尕庙）。这样就形成洮州龙神祠－大庙－村庙，以及洮州青苗总会－大会－小会的三级结构。基于多族群插花接壤的事实，距离中心庙较近的藏族和土族村落进入青苗会的组织结构，距离较远的藏族村落没有进入正式的组织结构，但与中心庙和青苗大会保持着紧密的仪式往来，这些地区被当地人称作龙神的“马路”，以此把汉人与藏民两个社会联结起来。
 三、青苗会的自治与文化多样性
（一）仪式，跨族群组织的孵化器。
仪式通过日常的思想建构和重大节庆时刻的仪典活动使个人认同组织，使次级组织认同高级组织，使不同族群寻求共识并强化其共同意识，从而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在仪式场合的大量的文化多样性隐喻和实践，说明仪式是文化多样性的再生产平台，是地方组织的孵化器。

1．书写在山门上的文化多样性。登上石山会的龙神庙山门，进入眼帘的是庙宇门楣上画着一幅二龙戏珠的彩绘，带有明显的汉文化标记；门额上绘制的是藏传佛教的标识——骷髅链
，门联写道：永逐冰雹千里外，常施甘霖九畴中，神功浩荡；门扇上方贴有三张 “坐斗旗”，一种用于祈报仪式的道场符号。在所有表征汉人信仰、道教传统和藏传佛教因素的符号体系当中，文化多样性在一座山门上集中体现出来。这些符号不独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总是与某种社会文化行为深刻地关联着。该会龙神李文忠被看做“藏族佛爷”，在2006年五月端午的迎神赛会上，全身挂满了哈达，接受汉藏群众的共同的奉献和敬意，吹手在赛会上穿上紫红色藏袍，吹着长长的藏式铜号。具体的合作和临时的互动不能说明文化多样性特质，仪式的复数文化镜像不但超越了符号本身，而且是一种思想建构，一种文化认同的持续性关键象征。
2．“扎山”的汉俗与藏风。“扎山”是一种祭祀龙神兼有封山、护林的农业保护和生态防御仪式。仪式后将盖有龙神大印的三角小红旗插在表示村界的山头上、路口和村境地界以避免冰雹灾害，表示自此以后牲口不得上山糟踏田苗，人也不得毁坏山上树木。从卓尼县的卓逊、初尼尕布等地赶来的藏族会首前来献羊和送红，红布上写的是赞美神灵的语句。法师披戴好全副法衣，行完法事后，将去皮的全羊放入柴草中烧烤，是谓“献全羊”。其二，马角手拿羊心在小旗上盖印，众人狂呼“一颗、二颗、三颗……七颗”，每面旗子上盖上七颗印。最后小旗插在山顶一个类似“玛尼堆”的石头堆上；其三，两旗交叉处放置一面黑色大纛旗
，在法事之尾声，马角手执纛旗，会长和提领各执龙虎旗，马角祈祷说“禳镇冰雹”、“风调雨顺”云云，话落时三人一起向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挥动旗帜，伴随着挥动，众人高呼“唉！散了！”。这种极富动感的盖印和驱雹的狂呼，在队伍回到庙门时为宗族会首重新复制一遍，这是特为马路村庄做的，藏民会首把这些加盖神印的旗子带回去为自己的村庄“扎山”。汉染藏风、藏染汉习的仪式实践再次说明，仪式对不同文化群体有联结作用，对“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族群格局的塑造作用。
3．游走在汉藏之间的使者。在石山会的“五会十寨”中，有三个小会是藏族村，之外还有地域宽阔的“外圈”用当地人的语言来描述就是“马路”。一位参与“走马路”的石山会会长说：
五月十六日一大早，马路上藏族村庄尼什嘴、初尼尕布和初麻滩来了四个藏民，骑着马接佛爷（龙神），请我们三个会首给他们“扎山”。他们留下四匹马，三匹马是为提领、会长、马角（仪式专家）预备的，另一匹是佛爷的坐骑，那天佛爷没有去，但是大蠹旗代表佛爷。他们拿上龙神的大蠹旗和神卦，翻山走回去了。这些地方高得很（海拔3000米以上），青稞种得少，普遍种燕麦。到了庄子，藏民会首把大蠹旗展开，说佛爷收盖盖（收钱粮），全村老幼跪下一大片，烧香、磕头，送灯、献羊。头人们给会长和提领每人四块，马角八块。然后坐下来喝酒，阵势大得很，全庄子人都来，先给我们敬酒，接着划拳。第二天到了申藏乡但藏的亚布。我们走了以后他们把小旗旗插在山上和村界的边界处。到九月里他们收回小旗旗，拉上羊来庙里贡献龙神。过去佛爷走马路一个村一个村地转，一趟下来要走40多天。

马路与龙神的交往必然具体化为藏族村落与青苗会的联系，族群之间的交往以龙神信仰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个龙神管理的社区实际上超出了行政设置和文化区隔，一个多声部被整合为一首优美的和弦乐曲，笔者认为仪式通过象征资源的重建和仪式实践，整合了文化多样性或者差异，从而使族群之间的认同有了思想基础。

4．想象、传说与异族交往。族群的交往常常借助地方传说在两个族群之间构拟出想象的亲属关系，将不同族群拉近和联结起来，从而在仪式场合象征性地对龙神进行戏谑，地方传说显示了它的政治面孔。

在北路冶力关，本境龙神常爷（常遇春）娶了一个土民女子，他们把常爷叫做“姑夫”。六月会后常爷去土族的勺哇巡境，这时龙神新衣服不敢穿，旧旧的衣服穿上，土民们“耍常姑父”呢，揪帽子，拉大袖，通常会把龙神的衣袍撕扯得四零八落。因为在洮地，新女婿到女家按老规程应该戏弄。但是土民们虔诚得很，叩头时，头挨着地，献的羊也多。

在洮州的十八位龙神中，常遇春（北路），徐达（新城）、胡大海（南路）、康茂才（宴家堡），成世疆（北路），李文忠（西路），郭英（东路），其中前五位是同辈兄弟，他们是“父子七人”。

神与神之间的亲属关系成为地域间人们认同和交往的思想基础。“父子七人”的想像之所以被生产，是因为龙神要在巡境活动中进行分工与合作，这实在是人们利用了认同的政治学[18]，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状况和意愿生产了想像与传说，将当下置于过去从而建构了认同。普理查德发现，努尔人不同氏族的大宗族只要在政治上有所关联，就会有一个神话把其祖先组织到社会关系中去，并将不同氏族在族源上赋予一种亲属关系的意涵，融合就可以扩展到氏族之间(普理查德,2002:270-276)。

洮州不同于华南宗族组织和华北会社组织在于其跨族群的组织架构。汉藏之间的合作是全面的，至于回汉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更为微妙和局部，原因是，在洮州既有回汉族群仇杀的历史记忆，又有合作共事的口传历史，更为内在的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不同，更为现实的原因是生态压力引起的生计竞争。因而族群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全面合作，也可表现为有限合作。中国传统时期的乡村社会组织通常承担两种职能，一是举办公共事务，二是引导仪式生活。自主的开展仪式活动是社会组织自治的显著的特征。青苗会作为乡村社会结构中的自治团体，不是靠科层制的行政方式管理社区，而是借助仪式、演剧等建构权威和规则，强化组织权威和组织能力，以仪式沟通群体和行动。仪式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中联合开展，以此强化不同祖先、不同族群的异族崇拜（不同人群的共同信仰），从而培育分担公共事务的社区感，加强了地域间的互助与合作。由此看来，仪式为社会联合和社会结构的整固提供了舞台和机缘，村落社会因而获得合作的潜力。
（二）嵌合于集体行动的文化多样性。青苗会通过看青、防雹和搬场在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看青作为专门话题另文刊出。洮州的“搬场”。搬场是在青苗会的安排和指令下，各户把联村以内不同村落的人力和运输工具临时结合起来统一搬运收获物的互助行为，是庆丰节日与互助行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习俗惯制。它表达的是扩大的社会关系和互惠感情，强调联村范围的社会互助和村际团结，当然在文化多样性情景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凝聚，而是多个族群和文化系统的并存。
搬场日期一般框定在农历的八月底和九月初。先后次序按习俗固定下来的。上西路地区搬场的顺序是从南到北，头一个村是羊升，第二个是千家寨，第三个是沙巴，最后是冯旗。联村青苗会可以在仪式场合或专门召集会议，相互通报各村的收成、道路状况、麦田的分布、人力状况等基本信息，由青苗会传达到各村的相关家庭。这种安排和秩序是经过仪式确认的规范，因而是神圣的。搬场这一天，出嫁的姑娘都要回来“坐娘家”
。村民像过年一样，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妇女们做好美味佳肴，盛情宽待前来帮忙的“拉贷”
和亲友。在这种欢聚一堂宴席上常常出现回族和藏族的“拉贷”。过去搬场时有许多礼俗方面的讲究，青壮年男子一般头戴礼帽，上穿白汗褟、黑夹夹
，腰扎红腰巾；牛车要绘上油彩，挂钢铃，犏牛角上系上红缨穗子，牛颈系一铜铃，牛车过处叮咚作响，表达了甘南田园的独特韵律。当青苗会的锣声一响，乡村立即从浪漫的柔情中转入激烈比赛。
1982年西路千家寨一户，在搬场这天下午来了十三辆牛车，其中有主人家的几位姻亲，五位朋友其中两位是藏族，他们来自10里范围内的不同村落。有个别村户还有回民“拉贷”，回民到汉家帮忙虽不便共食共饮，他们可以自己动手起伙做饭。现在简单了，主家提供方便面和水果即可解决问题。

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搬场，但每家的“拉贷”超出了家庭、村落和族群的范围。多个族群和文化系统在文化多样性情景下的并存，形成了人类学案例中少有的超越族群界限的社会互助和村际团结的局面。
结语
集体合作行为是组织生活和村落凝聚力的表现，种种集体互助行为和共同仪式体现了村落和超村落存在的凝聚力和地方认同感；青苗会不但在行动和仪式领域培育了共同社区感，而且建构了文化互信和族群认同的基础。
汉、藏之间的合作有其信仰基础，但回汉合作是在没有信仰基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我们对族群合作的层次必须进行思考。我可以把族群合作的层次区分为行动层面和思想层面。汉人与藏、土村民的合作有信仰基础，因而他们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既在行动上也在仪式上进行合作。汉与藏、土之间的文化接触最终形成了同一社会组织；汉、藏与回不是不能达成合作，而是合作的层次限于行动层面，行动包括生产互助和与农事有关的仪式活动，虽然特定群体之间很难形成一个社会组织，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合作。洮州经验说明了“多元一体”，又“和而不同”（费孝通语）的中国族群特色，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多样性模式的高原乡村组织。
* 青苗会调查得到信孚教育集团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田野调查基金”的资助。


� 韦伯关于“克里斯玛支配（权威）”的论述，见《经济与社会》一书。这是一种由超凡人物来行使权力的支配，或者说是一种纯粹个人英雄主义的支配方式，在此之下的群体根本就不是恒常性的、制度性的组织，它与一切有秩序的经济和官僚制度对立。


� “洮郡城乡七会众姓草山记碑”今在新城城隍庙内。 另见吴景山：《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99页。


� 调查资料2005－5－16


� 张思发现，顺天府档案41－001，嘉庆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小田则子查阅到，顺天府档案121－034，嘉


  庆十六年八月；王福明查阅到，顺天府档案153－051，嘉庆十七年八月。见周健、张思，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清史研究[J]2006(2)。


� 冰雹，俗称“白雨”。


� 藏传佛教的常用图案，又叫海鳌缨络图，密宗的解释是：看到这个图案提醒人们人生无常，应做善事以 


求因果报应。


� 纛旗是古代军队和仪仗用的旗帜。此处的纛旗黑面红边，旗杆上端有“山”字型铁叉和黑缨。


� 访谈资料2006－06－26


� 方言，即住娘家。


� 前来帮助搬运庄稼的亲朋好友。


� 白汗褟，白衬衣；黑夹夹，黑色或青色的小夹克。


� 调查资料200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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